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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邀请铁托访华一事的考证与分析

徐　 　 涛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底 ９ 月初，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

访华， 这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同次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回访一道， 推动了中

南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 中共

中央发电致贺， 标志着中南两党关系实现恢复。
在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 中共内部先后通过三个文件向党内外通气， 分别是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的 《中共中央关于铁托访华的通知》 （下文简称 “通知”）、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的 《关于

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提纲》 （下文简称 “谈话提纲”） 以及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 （下文简称 “宣传提纲”）。
在谈到铁托访华时， “通知” 指出： “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曾对南作过较高的评价， 赞扬南是打出

来的， 奋斗出来的， 是英雄的国家。 毛主席还曾表示希望见到铁托。 一九七五年， 毛主席在会见南

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 ‘铁’， 不怕苏联压迫， 并多次问候铁托总统。 这次邀请铁托访华， 也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① “谈话提纲” 指出： “我同南恢复党的关系， 毛主席在生前就曾考虑过。
铁托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并曾多次向我进行试探。”② “宣传提纲” 指出： “一九六八年苏修侵捷后，
中南双方停止了相互指责， 国家关系逐渐改善。 一九七五年南总理比耶迪奇访华， 毛主席在接见他

时， 称赞铁托是铁， 不怕苏联压迫， 并多次问候铁托。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毛主

席也考虑了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
由上可见， “通知” 和 “宣传提纲” 都明确提到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这

一说法在后来涉及中南关系的官方文件中一直得到沿袭。 学界不少论著也予以采纳， 甚至衍生出一

种观点， 亦即毛泽东对铁托发出邀请是在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南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期间③。
可是， 证诸有关史料，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说不是事实。

一

１９７５ 年比耶迪奇访华是毛泽东时代中南两党、 两国官员互访级别最高的一次。 在业已解密的关

于此次会谈的相关记录中， 没有毛泽东向铁托发出邀请的明确记载。 只是在谈话期间， 毛泽东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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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林省委转发： 《中共中央关于铁托访华的通知》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 通辽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１ － ７ － １６８。 按：
通辽市原为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政府所在地， 后者于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划归吉林省管辖。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哲里木盟复归内

蒙古自治区， 故该通知当年由中共吉林省委转发。
《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提纲 （供同兄弟党同志及其他友好人士谈话时参考）》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共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档案馆藏， 无档案号， 手抄件。
比如王绳祖主编： 《国际关系史》 第 １０ 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３７２ 页； 盖军主编：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

史纪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９８９ 页； 谢益显主编： 《中国当代外交史 （１９４９—２００１）》，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４９ 页； 张树德：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８４ 页； 等等。



说： “ＴＩＴＯ， 中文是 ‘铁托’。 ‘铁’ 就是 ｉｒｏｎ （铁）。 不怕苏联压迫。” 他还向铁托致以问候。①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内部讨论如何处理铁托访华问题时， 没有找到毛泽东明确

邀请铁托访华的记录。 当时， 主持其事的乔石等人找到了内部编辑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南斯拉夫问

题的谈话要点》 这份材料， 并据此列出两条依据： 其一， 毛泽东在同比耶迪奇谈话时对铁托作出很

高评价： “ＴＩＴＯ， 中文是 ‘铁托’。 ‘铁’ 就是 ｉｒｏｎ （铁）。 不怕苏联压迫。” 其二， 毛泽东在谈到今

后同南斯拉夫来往问题时表示， 我们欢迎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到中国来。②前一条是摘录毛泽东与比

耶迪奇的谈话内容； 后一条 “欢迎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到中国来” 一语， 只可理解为外交语言， 不

能说是毛泽东对铁托发出的访华邀请。 如果毛泽东真的有过邀请铁托访华的明确指示， 中联部当不

难找到。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 毛泽东在与比耶迪奇会见时并没有向铁托发出过访华邀请。
那么， 毛泽东是否在此后又向铁托发出过访华邀请呢？ 除了前引三份文件外， 目前尚未见官方

记载， 也未见参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的历史当事人发表过确凿回忆。
笔者认为， 从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看， 他在与比耶迪奇会谈后对铁托再次发出邀请的可能性

极小。 １９７１ 年九一三事件后， 毛泽东身心交瘁， 疾病缠身， 尤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讲话、 行动都

已很困难③。 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 同党内、 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④。 当时处于核心层

的领导人想见到毛泽东本人都很困难， 更不必说执行外交决策的具体负责官员了。 毛泽东应该没有

精力去考虑邀请铁托访华这件事情。
邀请比耶迪奇访华是中方为主动改善中南两国关系作出的决策， 按照 “礼尚往来” 的国家间交

往惯例， 中方应安排同等级别领导人进行回访， 但实际情况是中方并未作出相应安排。 从比耶迪奇

的身份看， 同等级别的回访者应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但自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起， 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
前后进行了多次大的手术， 特别是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以后， 病情恶化， 不得不取消外事接待活动， 更不

用说出国访问了⑤。 除周恩来外， 当时能够对等回访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还有邓小平。 但是， 比耶迪

奇走后， 邓小平就因为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再次被打倒， 失去了回访的机会⑥， 当然也就失

去了直接邀请铁托访华的机会———如果毛泽东授权邓小平发出邀请的话。
对于中方未安排回访一事， 南斯拉夫人一直耿耿于怀。 １９７７ 年中南双方商议邀请铁托访华时，

中方都一直在向南方解释这个问题。 这种解释， 也可反证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的说法不是事实。 关于这一点， 已解密的南斯拉夫档案提供了相关佐证。

二

除了中共党内文件对铁托访华一事作出说明外， 中方在外交场合多次强调 “邀请铁托访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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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毛泽东和比耶迪奇谈话纪要》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南斯拉夫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ＡＪ， ８３７， ＫＰＲ， Ｉ － ５ － ｂ ／ ５５ －
６， Ｋｉｎａ； 《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 ２００４ 年印行， 第 ２ 页。
参见 《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 第 １—２ 页。
参见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７６３—１７６４ 页。
韩钢： 《考证与分析： 毛泽东晚年的 “两件事” 谈话》，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周恩来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１８７ 页。
邓小平在同比耶迪奇会谈时， 接受了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 参见 《邓小平和比耶迪奇会谈备忘录》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南斯拉夫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ＡＪ， ８３７， ＫＰＲ， Ｉ⁃５⁃ｂ ／ ５５⁃６， Ｋｉｎａ。 据时任驻南大使馆随员龚猎夫回忆： “外交部也

曾建议时间安排在 １９７６ 年上半年。 后因张春桥从中作梗， 访南一事被搁置下来。” 参见龚猎夫： 《１９７７ 年铁托访华的

台前幕后》， 《湘潮》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邓小平在外交部 《关于我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请示》
上批示： “拟同意。 至于何人访南为宜， 请主席酌定。 我个人意见， 以春桥、 国锋、 登奎三人中择一较好。” ２ 月 ４ 日，
邓小平再次批示： “此事请外交部再作考虑。 春桥同志曾提出， 出访问题应作通盘考虑， 一并向主席和中央提出报告，
我看这样较好， 包括是否去南在内。” 参见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４６ 页。



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也旨在向南斯拉夫方面表明， 中国主动改善中南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延

续， 从而有利于把握主动。
１９７７ 年， 中方开始酝酿邀请铁托访华。 在双方沟通过程中， 南方一再提及比耶迪奇访华后中方

没有对等回访以及毛泽东没有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等问题， 意在质疑中方对南外交政策。 南斯拉夫

解密档案呈现了这一点。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７ 日， 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邢忠修受邀出席南驻华大使馆晚宴。 南斯拉夫档

案对此记录道：
邢忠修特别指出，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他提出了倡议， 该倡议曾一度

传达给我们， “在中国， 每个适合我们的南斯拉夫代表团都会受到欢迎， 包括最高级别的代表团”。
他们高度赞赏比耶迪奇主席的访问， 这就是那次邀请的结果。 但是， 他个人很遗憾没有见证铁托总

统和毛主席会面， 这会是一件 “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关于中方未向铁托总统直接发出邀

请因而铁托无法回应一事， 邢忠修表示， 他们无法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 因为当时他们 “无法回

访”。 他补充说， 华国锋主席由于国内事务繁重， 目前无法对外国政要进行回访， 但他们希望能够

尽快实现。①

概括起来， 邢忠修在晚宴会上表达了三点内容： 其一， 比耶迪奇的访问来自毛泽东的 “倡议”，
“倡议” 只是说到 “包括最高级别的代表团”， 并未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 其二， 解释了中方为何

没有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的原因———他的解释， 既包括比耶迪奇访华前， 也包括了毛泽东与比耶迪

奇会谈期间； 其三， 强调华国锋希望尽快访问南斯拉夫， 因为此时华国锋的一个重要身份是国务院

总理， 和比耶迪奇的级别对等。
对于邢忠修的说法， 南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有两点感受： 一是毛泽东本人想同铁托会面， 但他

担心南斯拉夫人会拒绝邀请； 二是中方对此次访问的实现仍抱有兴趣， 这将大大有助于提升华国锋

等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威望②。 这些看法当然是德鲁洛维奇个人的理解， 但这也证实毛泽东并没有向

铁托发出访华邀请。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德鲁洛维奇在给南斯拉夫国内的一份报告中， 转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

湛的两次谈话内容。 第一次谈话是 ３ 月 ２０ 日， 余湛在对南记者代表团谈到中南关系的前景时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驻北京的大使， 中国欢迎来自南斯拉夫的每一位高层人士， 甚至最高层。”③

第二次谈话是 ３ 月 ２８ 日， 限于德鲁洛维奇和余湛两人。 双方的话题就从余湛 “中国欢迎来自

南斯拉夫的每一位高层人士， 甚至最高层” 的表述谈起。 德鲁洛维奇认为， 这不应当是中方对铁托

发出访华邀请的明确表态： 其一， 余湛在 １９７４ 年也说过同样的话， 后来促成了比耶迪奇访华； 其

二， 比耶迪奇访华后， 中方 “没有回访”， 故而 “当时没有条件讨论 ‘最高层级’ 的访问”④。
在这次谈话中， 余湛解释了因 “四人帮” 干扰破坏没有安排回访的原因， 并表达了中方邀请铁

托访华的意愿。 对此， 德鲁洛维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在他的整个发言中， 余湛呼吁我们重新考虑他们的邀请， 毫不犹豫地争取铁托同志的访问。 他

提醒说， 这个邀请是在 １９７５ 年发出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 这个邀请是在毛泽东生前发出的， 并得

到了毛泽东的同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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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洛维奇显然认为， 余湛所说的 “邀请是在毛泽东生前发出的， 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不

是事实。 作为驻华大使， 毛泽东与比耶迪奇会面时， 德鲁洛维奇在座， 会谈内容他应当知道①。 此

后， 毛泽东如果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 应该也必须通过他向南斯拉夫方面进行转达。 所以， 他在谈

话中对余湛关于 “最高层级” 就是邀请铁托访华的说法提出疑问。
就余湛来说， 他的任务是向德鲁洛维奇转达中方邀请铁托访华的愿望。 既然两次向南方转达

“最高层级” 的意思， 用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语来解释， 顺理成章， 既可以

避免德鲁洛维奇继续纠缠， 也可以使他相信中方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是衔接的， 是延续毛泽东外

交路线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 德鲁洛维奇在这份报告结尾处提及：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底， 铁托在同他的一次谈话

中明确指示， 如果中国方面传递出邀请铁托访华的讯息， 要向铁托本人通报③。 这至少可以说明两

点： 其一， 证实毛泽东生前没有向铁托发出过邀请； 其二， 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观察， 铁托

认为在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看来， 铁托也认为， 中方邀请他访华为时不远④。
概言之， 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相关内容可以反证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不是

事实。 在邀请铁托访华以及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等问题上， 中方也需要让南斯拉夫方面充分理解相关

决策的真实意图。 用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来回应南方的质疑， 既可强调中方对

南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也有利于减少协商铁托访华事宜过程中的枝蔓， 达到中方的决策目标。

三

前文已断言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语查无实据， 而这又是 “通知” 和

“宣传提纲” 两份中央文件特意强调的， 对此该如何解释？ 笔者认为， 这是当年中共高层在邀请铁

托访华和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目的在于促使党内外干部群众从思想上 “转
弯子”⑤。

从文本上看， “通知” 和 “宣传提纲” 中的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语， 不

是毛泽东与比耶迪奇会谈的内容， 而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内部文件中才出现的解释性话语。 值得注

意的是， 前引 “谈话提纲” 的用语是 “我同南恢复党的关系， 毛主席在生前就曾考虑过”。 “考虑”
恢复两党关系和 “决定” 邀请铁托访华是两码事。 “谈话提纲” 的用词很谨慎， 应该比较准确地概

括了毛泽东与比耶迪奇的谈话内容。 此外， 有资料显示， 南共联盟曾多次试探恢复两党关系， 铁托

甚至亲自托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口信， 但限于各种原因， 中方未能及时作出回应⑥。 这也说明， 关

于毛泽东生前就曾考虑过恢复两党关系的说法， 旨在为之后中共高层的相关决策作出恰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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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毛泽东主席会见比耶迪奇主席等贵宾》，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有一份南斯拉夫档案提到，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余湛在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南斯拉夫时， 毛泽东亲自授权他向铁托发出邀请。
由于他没有机会在南斯拉夫发出 （铁托没有收到邀请———原始档案注）， 因此他将邀请转达给南驻华大使。 参见 《中国

内外政策新动向》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南斯拉夫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ＡＪ， ８３７， ＫＰＲ， Ｉ － ５ － ｂ ／ ５５ － ６， Ｋｉｎａ。 按： 这份

文件讲述的也不是事实， 因为前引德鲁洛维奇与余湛的谈话已经否认。
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ＤＡＭＳＰＲＳ， ＰＡ， Ｊ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ｊａ， １９７７， Ｆａｓｃｉｋｌａ． ７８， Ｄｏｓｉｊｅ． ７， Ｂｒｏｊ． ４１８０３９。
在德鲁洛维奇提交这份报告后的第五天， 南外交部部长米洛什·米尼奇指示他拜访余湛， 并告知中方， 如果铁托总统

收到正式邀请， 可于今年 ８ 月底 ９ 月初访华。 ４ 月 ２０ 日， 经授权， 余湛向南方转达华国锋的口讯： 中国国务院邀请铁

托总统在最适合他的时间访问中国。 参见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ＤＡＭＳＰＲＳ， ＰＡ， Ｊ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ｊａ， １９７７， Ｆａｓｃｉｋ⁃
ｌａ． ７８， Ｄｏｓｉｊｅ． ７， Ｂｒｏｊ． ４１８０３９； ＤＡＭＳＰＲＳ， ＰＡ， Ｋｉｎａ， １９７７， Ｆａｓｃｉｋｌａ． ８３， Ｄｏｓｉｊｅ． １０， Ｂｒｏｊ． ４２２３７７。
前引 “通知” 明确提道： “至于目前不立即同南正式恢复两党关系， 主要是避免弯子转得太急， 使我有足够时间在国际

国内做好工作。”
参见孔祥琇： 《耿飚传》 （下），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２５ 页。



进一步的问题是， “谈话提纲” 的表述为何与 “通知” 和 “宣传提纲” 不一致？ 笔者认为， 这

一问题也很好理解。 “谈话提纲” 是中联部、 外交部为党内同志与其他党派和友好人士谈话时准备

的参考材料， 不是党内公开文件。 而 “通知” 和 “宣传提纲” 则是转发全党并要求传达到党外的

文件， 故而这两份文件加上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语， 是向党内外解释铁托访

华一事的策略需要。
就国内情况来说，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主动邀请铁托访华， 积极恢复中南两党关系， 需要对国内

环境予以认真考量。 １９５５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 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 党际关系来往密

切。 １９５８ 年， 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 两党、 两国关系随之受到影

响。 中苏论战期间， 中共中央接连发表九篇评论文章， 其中第三篇就是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吗？》。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开始， 伴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逐步

改善， 这才有了 １９７５ 年中方邀请比耶迪奇访华的举动。 虽然比耶迪奇访华开启了两国高层互访，
但是两党、 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恢复。

粉碎 “四人帮” 以后， 为了打开外交新局面，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调整对外关系。 调

整的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 “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以及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路线和政

策。 据耿飚回忆， 中联部认为， 在同共产党中的老党恢复关系问题上， 以南斯拉夫为突破口最为有

利①； 要实现这一 “突破”， 我方应主动邀请铁托访华。 “通知” 说： “我同南建立两党关系， 有利

于进一步推动南的反霸斗争， 抵制苏修在巴尔干的侵略和扩张， 扩大我在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

影响。” 这说明决策者在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时， 把南斯拉夫纳入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的对象范围。
但是， 在中南两党关系恢复问题上， 参与其事的李一氓曾回忆说： “国外国内总还有一些人不

大赞成。 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阻力是很大的。”② 所谓 “阻力” 应指当年由意识形态批判所

形成的对南斯拉夫的刻板印象和教条思维。 党内一些干部思想不通， 普通民众更是如此。 铁托访华

前， 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张贴大字报的抗议举动③。 因此， 中共领导人作出邀请铁托访华的决定后，
就需要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一些说服工作， 即思想上的 “转弯子”， 这也是中央为此事既发 “通
知” 又继发 “宣传提纲” 的原因。 两份文件引述毛泽东在会见比耶迪奇时对铁托的赞扬和问候， 并

着重加上 “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一句， 意在表明党中央作出邀请铁托访华、 同南

共联盟恢复关系的决定， 是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并未背离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 在当

时那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 这无异于是达到 “转弯子” 的一条捷径。 这一点， 参与其事的乔石看得

很明白： “毛主席的话摆在那里， 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 “考虑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就比较好

办了”④。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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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 第 １９ 页。
《关于国际共运的一些问题———李一氓同志十月九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 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 《宣传通讯》 １９７９
年第 ２７ 期。
参见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ＤＡＭＳＰＲＳ， ＰＡ， Ｋｉｎａ， １９７８， Ｆａｓｃｉｋｌａ． ８６， Ｄｏｓｉｊｅ． １， Ｂｒｏｊ． ４１１５６０； ， Ａ．
（１９７９） ． Ｖｅｌｉｋｉ ｚａｏｋｒｅｔ， Ｚａｇｒｅｂ： Ｇｌｏｂｕｓ， ｐ．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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